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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开黑箱？∗

———关于教育不平等的西方民族志研究及其启示

沈洪成

提要：阶级优势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过程实现，这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
心议题。 本文通过梳理发现，西方民族志取向的教育不平等研究发展出四条
研究路径：学校分类的社会建构、课程知识的社会组织、不同阶级子弟在学校
教育中的适应以及学生文化的意义建构。 以上四条路径在关注点上存在
“知识—互动”的差异，研究思路上存在“结构化—主体性”的差别，由此可以
打开黑箱，把握教育过程的整体知识图景。 中国教育平等问题涉及的机制更
为复杂，当前急需以学校为田野，把学校教育过程带回来。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　 打开黑箱　 学校教育过程　 学校民族志

关于阶级如何运作的讨论（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０８）虽然充满了争议，却具有

强大的吸引力。 厘清它在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正是教育不平等研究

的核心关切。 对学校教育过程（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的黑箱给予更多的民族志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透视，有助于检视阶级优势在学校中产生了何种效应

（Ｃａｌａｒｃｏ，２０１１），进而厘清社会与文化优势转化为教育不平等的过程

到底是怎样的（Ｌａｒｅａｕ ＆ Ｈｏｒｖａｔ，１９９９）。 本文关注教育过程不平等，主
要关注如何以民族志方式，通过探究学校内部的师生互动与教学过程，
分析社会阶级是如何在具体的学校情境中生产出来的。 就此而言，西
方学者从多个路径切入这一问题，不断深化着我们对学校的平等承诺

如何走向其反面的理解。 然而，究竟如何打开黑箱（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却始终没有得到集中而又系统的讨论。 当前中国有关教育平等

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采取定量方法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以学校为田

野展开的研究相对薄弱。 在学校教育内部与外部处于剧烈变动的背景

下，学校民族志对探究中国剧烈转型中的阶级分化过程所发挥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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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非常有限。 因此，本文力图回答如下问题：在西方教育不平等研究

中，何为打开黑箱？ 打开黑箱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如何构造整体的知

识图景？ 又如何基于中国经验，拓展打开黑箱的理论效力？

一、成为黑箱的学校教育过程

打开黑箱这一说法主要源于 １９７７ 年卡拉贝尔和哈尔西编辑《教育

中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一书时合作撰写的长篇述评。 他们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中期教育社会学的五种理论传统，认为功能主义、人
力资本理论、方法论经验主义、冲突论都将学校教育过程置于黑箱之中

（Ｋａｒａｂｅｌ ＆ Ｈａｌｓｅｙ，１９７７：１１、１６、２５、４４），着眼点在于学校教育输入和

输出这两端，忽略了具体的学校教育过程的重要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新教育社会学（ｎ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开始关注学校的教育内容和

内在运作（Ｋａｒａｂｅｌ ＆ Ｈａｌｓｅｙ，１９７７：４５），为打开黑箱提供了可能。 但

是，基于新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所展开的系统经验研究还很少。 因

此，卡拉贝尔和哈尔西也未能就此展开深入讨论。 这一述评发表后，重
要的民族志作品不断出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梅汉在《理解学校中的

不平等》一文中梳理了相关经验研究，强调文化因素、主体性以及学生

教育生涯在教育不平等研究中的重要性（Ｍｅｈａｎ，１９９２）。 由于梅汉着

眼于阐释学的整体思路，打开黑箱的各种路径之间的分野未被充分厘

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相关民族志关注的议题进一步得到拓展，但
打开黑箱的各种路径仍缺少内部整合，容易导致知识生产的碎片化。
２０１０ 年韦斯（Ｌ． Ｗｅｉｓ）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 她在一本教育社会学手

册中撰写了《社会阶级与学校教育过程》一章，从阶级如何在家庭与学

校的日常实践中生成的角度，勾勒了官方知识及其分配、有价值的父辈

资本及其与学校的关联、学生主动的认同生产三种思路（Ｗｅｉｓ，２０１０）。
这一梳理并不完整，相关讨论也比较简略。 本文承接这一努力方向，力
图展开系统梳理与比较。

要理解打开黑箱这一路径的特殊性，最好从它的反面开始。 首先

是打开黑箱在再生产理论中的位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再生产理

论一直处于教育不平等研究的中心，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为此提供了理

论根据。 再生产源于马克思对商品生产过程的讨论。 马克思认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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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中的商品生产过程是暂时的、片面的，只有在物资资料和劳动力不断

投入的条件下才能维续。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自身的进

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马克思，１９７５：６３３），由此开

启了有关再生产的讨论。 马克思将再生产概念置于经济生产过程中使

用，阿尔都塞（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１９７１：１４３）则将马克思对生产条件的关注理解

为一条“无尽的链条”，力图在经济生产与学校、家庭、宗教等意识形态

的国家机器之间建立更具弹性的关联。 在阿尔都塞这里，学校这一意

识形态机构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还停留在思辨层面，鲍尔斯与金蒂

斯则基于美国资料对此展开了严格的经验证明， 用符应原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来表述学校教育里的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

中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Ｂｏｗｌｅｓ ＆ Ｇｉｎｔｉｓ，１９７６：１３１），后续研究

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话。 再生产理论将学校教育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

的关系置于分析焦点，并没有到学校内部去审视再生产的过程是如何

进行的（阿普尔，２００８：１９），学校教育过程本身被忽略，黑箱也由此产

生。 为打开黑箱，就需要将学校教育过程重新置于分析的焦点。 在批

判性地检视再生产理论的过程中，蒙罗和托雷斯（２０１２：２１１）最具理论

综合的雄心，他们用主体性的回归来概括新教育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所

提供的启示，力图均衡处理结构、文化和主体问题。 但是，他们对学校

教育过程的相关议题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展开，既没有系统清理相

关研究主题，也没有将学校教育过程置于再生产讨论的核心。 因此，打
开黑箱力图将学校教育过程置于分析焦点，从而避免对鲜活经验现象

的遮蔽。
其次是打开黑箱与定量方法的争辩。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教育不平

等研究中出现了一场方法之争。 一方面，科尔曼等（Ｃｏｌ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６６）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报告、舒尔茨（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的人力资本理

论以及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 Ｄｕｃａｎ，１９６７）的地位获得模型在学术界和

政策层面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研究都是比较典型的“输入—输出

模式”；另一方面，常人方法学的早期代表人物西克雷尔（Ａａｒｏｎ Ｖ．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在一所高中对学校内部的学生分类过程展开民族志研究，则
凸显了学校教育过程的重要性（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 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６３：９），但该研究

因样本量太小且没有使用封闭式问题而受到质疑。 西克雷尔在回顾这

场方法之争时说：“我们与科尔曼讨论了理论和方法问题，却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 但是这一交流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对那些仅仅相信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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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社会学家如何批评我们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科尔曼的研究无法

把握深深嵌入地方组织和家庭决策中的学校与家庭的日常生活”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２００９）。 科尔曼和西克雷尔的争辩如同一个缩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由国家资助和政策导向的政治算术与各种民族志取向的

研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共同推动着教育不平等研究。 但是，两种研究

路径之间的争论仍然存在。 围绕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迪马吉奥和

拉鲁的理解就有很大差别：前者将其视为不同阶级所拥有的有价值的

“物品”，并通过高雅艺术来测量（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１９８２）；后者则将其理解为

特定情境中被激发出来的“潜能”，并提出“权力去哪儿了”的质疑

（Ｌａｍｏｎｔ ＆ Ｌａｒｅａｕ，１９８８）。 学校民族志长于捕捉具体社会情境中微妙

而又隐蔽的过程，有助于打开学校教育过程的黑箱。① 由于民族志在

方法论的阐述上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与定量方法的对话能力较弱。 因

此，对民族志取向上不同研究路径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摆脱这一困境。
最后是打开黑箱与静态视角的差异。 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５９）将班

级作为理想的分析单元来看待，从价值共识的内化与实际成就的分化

来理解班级。 然而，帕森斯笔下的班级是一个缩微的社会体系，被动承

载着宏观社会体系所分配的功能。 打开黑箱的路径强调的则是班级中

的实际互动过程，认为日常生活的实在（Ｂｅｒｇｅｒ ＆ 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１９６７：３３）
才是社会分析的真正基础。 对学校教育动态过程的关注不仅意味着经

验研究着眼点的转移，还受到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

等新兴理论的激励。 教育不平等研究所着力关注的入学机会、升学机

会、受教育程度等差异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不断实现的。 西克雷尔等

人（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关于儿童早期教育经历中语言使用与学业成

就的开创性研究即着眼于此。 因此，从学校日常生活中破解阶级的隐

蔽过程，有助于避免价值观内化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分析理路存在的问

题，将具体情境中的动态过程置于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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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教育不平等研究中的定量取向同样关注学校教育过程，特别是学校

内部的平等模式（哈里楠主编，２００４：１１３），如学校分轨、课程设置、师生互动、教师期望

等。 不仅如此，定量方法和民族志还有相互印证的趋势，如拉鲁（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１）使用定量

方法检验了其民族志研究的结论；研究者对拉鲁的家庭民族志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教

养风格有别的结论进行了统计检验（Ｄａｖｉｅｓ ＆ Ｒｉｚｋ，２０１８）；帕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１５）则同时

使用统计与访谈资料讨论美国的阶级固化问题。 随着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等数据

的发布，中国学者也对学校教育过程展开了深入研究。 限于篇幅，本文未对这一问题展

开讨论。



总之，若将学校视为黑箱，就会无视教师和学生活生生的体验，支
持针对学生成绩的结构分析以及社会资源的“输入—输出模式”研究

（吉鲁，２０１６：５５）。 由于长期而又细致的课堂观察费时费力（Ｋａｒａｂｅｌ ＆
Ｈａｌｓｅｙ，１９７７：５４ － ５５），研究者倾向于采用定量方法展开大尺度的比较

研究（ Ｈｅａｔｈ， １９８３： ８ ），较少关注教育模式被创造和维持的过程

（Ｌａｒｅａｕ，１９８７；ＭａｃＬｅｏｄ，１９８７：２；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４）。 打开黑箱的独特

之处在于探究教育不平等是如何在学校具体教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
具体来说，它强调分析学校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更多地采用学校民

族志方法，并且力图带入过程性视角。 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

理路，打开黑箱的整体知识图景才有可能呈现出来。

二、打开黑箱的主要路径

学校教育空间既是知识的生产、分配、传递、评价的空间，又是学

生、教师、教育管理者、家长频繁互动的空间。 前者围绕教学活动展开，
常常被社会学者轻视；后者围绕社会互动展开，易于被教育学者忽略。
但是，知识的传递与个人间的互动是最为基本的关注对象。 下面我们

将细致辨析相关文献，探讨它们是如何打开黑箱的。

（一）常人方法学视角下学校分类的社会建构

常人方法学视角力图回答以下问题：作为“理所当然”的评价手

段，学校中的类型划分是如何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 通

过对学生进行分类，将学生分流到不同轨道上，是现代学校教育最基本

的功能。 客观的、中立的、去脉络化的学业评价机制，被视为构造教育

平等的基石。 常人方法学恰恰将学业评价问题化，在学校习以为常的

教与学的活动中考察学校分类所牵涉到的常识观念和日常处理策略，
借此探究教育机制的核心。 不过，此类知识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课

程知识，而是源于现象学社会学为知识社会学开辟的新路径。 舒茨

（Ｓｃｈｕｔｚ，１９６７：１８７）探究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持有的最基本的信念以

及基于日常经验积淀形成的类型化知识，它们以手头的库存知识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 ｈａｎｄ）的形式呈现出来。 加芬克尔（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１９８４：７６）进一步推动了现象学的社会学化，在日常社会互动过程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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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知识的构成。 伯格和卢克曼（Ｂｅｒｇｅｒ ＆ 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１９６７：２７）则将日

常生活中的知识问题置于社会学分析的中心。 海曼（Ｈｅｙｍａｎ，１９８０）认
为，对教育社会学而言，常人方法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们被要求接

受以及要求其他人接受的有关教育的知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学生分

类的预设所获得的合理性使它成为毋庸置疑的知识，常人方法学在日

常教学情境中将其“问题化”，显示了独到之处。
学校的分流过程是一项重要研究议题，高中阶段的分流尤为重要。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学校的咨询制度（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逐渐科层化，
在学生分流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由此，咨询师的决策对学生的分化产

生了重要影响。 西克雷尔的一项研究通过对一所高中的咨询师、学生、
家长的细致观察和访谈，分析学校这一组织化情境中特定分流结果被

生产出来的过程（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 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６３：１２）。 研究考察了咨询师使

用什么样的观念、定义、标准来辨识、分类、记录学生，从而让他们接受

相应课程，进而分流到适合上大学和不适合上大学的轨道上。 学校咨

询师声称，客观而又中立的标准化测验是他们使用的方法。 西克雷尔

则认为，咨询师判断的基础主要有三方面：学业成绩的客观评价、日常

分类的主观评价以及社会阶级类型。 而指导咨询师对学生进行分类

的，则是理性与常识判断的微妙结合（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 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６３：７１），咨
询师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判断在分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结果是优势

阶级子弟即使成绩较低，也更容易被分流到上大学的轨道上，劣势阶级

的情况则与之相反。 不仅如此，正是由于日常知识具有模糊性和理所

当然的特征，使得行动者预设互动双方了解彼此（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 Ｋｉｔｓｕｓｅ，
１９６３：１４９），从而可以更为有效地完成分流过程。 因此，通过考察咨询

师组织思想和经验的分类过程，通常被认定为既定现实的学生类别被

置于日常互动脉络之中，阶级正是在“不言自明” 的日常生活中构

成的。
为进一步拓展学校分类过程研究，西克雷尔转向幼儿园和小学低

年级这样的早期教育阶段，对基于标准化测验的分类、基于日常经验的

模糊分类等展开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语言使用和学业表现》一文成为

典范之作。 西克雷尔与学生通过录音、录像、访谈等方式对课堂教学中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过程展开了极为细致的语言分析。 学校所建立的客

观评价原则总是力图确立何为正确、何为错误的客观标准。 西克雷尔

等（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７２）则认为，学校中使用的社会类型（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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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ｓ）常常是被发明出来辨识学生行为特征的，以便使现实得到说明

和合理化。 学生在回应标准化课程或测验时会出现错误，但需要将其

放到教师、测验者和儿童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 从学校日常生活的角

度来看，恰恰是师生互动中出现的注意力、记忆力、话语差异、错误的猜

测等误解 （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现象才使得参与者顺利展开互动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５ － ６）。 不仅如此，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具有

索引性 （ 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 ） 特征， 需要借助大量默会而未明言 （ ｓｅｅｎ ｂｕｔ
ｕｎｎｏｔｉｃｅｄ）的知识才能达成相互理解（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４：３２）。 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不会为学生提供所有教学信息，儿童必须从其他地方寻

求协助才能进一步阐释口头说明、指令和问题，必须动用当下的材料、
课堂经验、其他孩子的活动、教师的姿势、身体趋向、声音语调等，通过

调动以往经验才能知道如何在具体场景中展开行动（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４：８７ － ８８）。 由此，常人方法学将分类转换成极为复杂的日常互

动，具体展现在师生之间语言和非语言的直接当下的交流之中。 西克

雷尔并没有将这一讨论明确地引向日常互动的阶级和制度背景。 由此

进一步推论，默会而又未明言的知识显然有其生活世界的基础，不同阶

级子弟基于生活经验累积起不同的库存知识，又在师生直接当下的互

动过程中展现出来。 教育不平等的隐秘之处恰恰在于，阶级和制度背

景被遗忘，客观评价原则在直接当下的师生互动过程中维系了学校教

育不言自明的合理性。 因此，将学校分类这一常识性预设放到日常互

动中来理解，为打开黑箱提供了可能。
一些研究进一步探究了学校中的标准化测验、教育决策制定、作为

“守门员”的初级学院咨询师、分轨、能力分组等分类实践的社会建构

过程（Ｍｅｈａｎ ＆ Ｗｏｏｄ，１９７５；Ｍｅ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６；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 Ｓｈｕｌｔｚ，１９８２；
Ｏａｋｅｓ，２００５；Ｍａｒｌａｉｒｅ ＆ Ｍａｙｎａｒｄ，１９９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梅汉从研

究方法和研究议题上拓展了西克雷尔的分析路径。 就前者而言，梅汉

（Ｍｅｈａｎ，１９７８）提出了构成性民族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方法，
认为学校中的分类实践是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等合作生成的结果，
研究重点需要放在主体创生结构的过程上，从而更好地把握特定制度

背景下的学生教育生涯，深入挖掘创造不平等的日常互动机制；就后者

而言，梅汉（Ｍｅｈａｎ，１９９２）提出了构成性行动（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的概

念，认为学校中的参与者在制度实践中积极生产意义，既可能生成不平

等也可能生成平等，通过强调主体性可以赋予学生改变自身处境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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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在后续研究中，梅汉还转向了促进教育平等的行动研究，展现了从

公共社会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角度增进教育平等的努力（Ｍｅｈａｎ，
２００８）。 在理论层面，梅汉（Ｍｅｈａｎ，１９８０）关注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教学

需要知道些什么。 学生需要累积大量知识，并在互动中采用合适方式

展现出来。 在实践层面，梅汉（Ｍｅ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１９）考察了对来自弱

势群体的低学业水平学生给予特别资助的项目效果，认为学校教育能

够通过传递文化资本、建构社会网络促成社会流动；梅汉（Ｍｅ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还呈现了有关提升大学入学机会的行动研究的发现，即通过有

效的师生互动等方案，让劣势阶级获得文化资本，从而跨越阶级界限。
通过研究者与实践者的紧密合作，梅汉从增强学生行动能力的角度寻

求教育变革的路径，关注在学校中改变劣势阶级处境的可能性，学校日

常互动过程中主体性的生成正是其核心关切。
就打开黑箱而言，常人方法学提供了以下启示：在分析路径上，从

学校分类实践中探究常识的社会构成，率先将过程性视角引入教育不

平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对课堂教学中的日常互动片段展开密集观察

和访谈，据此进行极为细致的语言分析，形成学校民族志的典范；从政

策意涵上来说，始终强调教师与学生建构社会生活规则的能力，为具体

情境中寻求教育平等提供了可能。 不过，常人方法学的观察与解析始

终聚焦于直接当下的互动过程，较少引申到阶级结构与社会制度背景

之中。 后续研究在吸收常人方法学独特路径的同时，又力图将其融入

更具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之中。 事实上，梅汉也强调教育不平等研究需

要解决宏观与微观二元论的问题（Ｍｅｈａｎ，１９９２）。 就中国的教育研究

而言，针对学校教育过程展开密集的观察、访谈、分析，仍然是需要完成

的最为基础的工作。 由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以分数为基础的学业评判

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不同阶层的学生可能具有不同意涵。 常人方法

学的路径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评判机制进行更为敏锐的审视。

（二）知识社会学传统中课程知识的社会组织

知识社会学传统聚焦于以下问题：学校中“给定”的课程知识是如

何构成的？ 如何在学校中传递？ 又对哪一阶级更为有利？ 通过强调在

学校日常互动中分析课程知识并将其与宏观社会体制相关联，有助于

建立课程知识的综合分析框架。 课程知识处于学校教育最为核心的位

置，教育不平等研究中忽略课程知识本身就是异常吊诡的事。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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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年代初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ｏｕｎｇ）即指出，学校中的知识如何被选择、组织

和评估，这个问题完全为社会学家所忽视。 与常人方法学类似，知识社

会学传统同样认为课程知识并非客观、中立与透明的（扬主编，２００２：
２５）。 不过，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 阿普尔（Ａｐｐｌｅ，２００４：２６）就此

指出，一味强调实在的社会构成的普遍原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此种

社会与文化意义通过学校得以传递，也无法解释知识控制如何与支配

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相关联。 知识社会学一方面从日常互动情境剖析

课程教学如何在师生互动中建构起来；另一方面又从权力与意识形态

入手，分析正规课程知识的阶级导向与社会控制意涵，从而将其与更为

宏观的社会制度背景相关联。
首先，需分析课程知识的社会来源。 课堂知识通常以不言自明的

合理性获得认可。 斯宾塞（２００５：４４）以科学为评判基点确立何种知识

最有价值，建立起客观而又中立的课程知识意象。 知识社会学传统对

这一预设进行了批判。 扬借助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

观点分析了课程知识的阶级基础。 在优势阶级的支配下，最重要的课

程知识日益变得抽象、高度书面和个人主义，而且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割

裂（扬主编，２００２：４８）。 此一知识类型被统治阶级生产出来并赋予其

天然的合理性，劣势阶级难以适应。 阿普尔（Ａｐｐｌｅ，２００４：ＸＩＸ）有关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设问具有很大的冲击力。 他借助新马克思主

义者的观点，将课程知识归结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将有关意识形

态运作的讨论引向学校教育过程之中，讨论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课程知

识确立其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知识社会学将课程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建

构的产物来看待，但是，这一建构并非常人方法学所说的由主体生成规

则的过程，而是意识形态或优势阶级的控制。 由此，有关课程知识根深

蒂固的预设被打破，为教育不平等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
其次，应关注课程知识的内在架构。 只有进入课程知识内部，才能

探究它如何传导权力与控制原则，伯恩斯坦提供了最为精致的分析框

架。 他早期对不同阶级子弟语言使用的差异感兴趣：中产阶级子弟在

组织意义时表现出普遍主义倾向，形成精致型符码（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ｃｏｄｅ）；
工人阶级子弟在意义表现上则是特殊主义的，形成局限型符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ｃｏｄｅ）（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１：１２５）。 学校的意义系统是普遍主义

指向的，中产阶级孩子更容易接受学校的社会结构、教育目的和手段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１：３０）。 伯恩斯坦还对课程知识本身展开系统研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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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挖掘调控课程、教学、评价机制的深层原则。 为此，伯恩斯坦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８８ － ８９）提出了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架构（ ｆｒａｍｅ）两
个概念：前者是维持不同内容之间界限的程度，后者是知识传递与接受

过程中师生所拥有的选择、组织、步调、时序的控制程度。 通过分类与

架构的强弱之分，可以区分两类课程：学科间界限清晰、师生控制较强

的集合型课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以及学科间界限模糊、师生控制较

弱的整合型课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１０５）。 伯恩斯

坦还进一步区分了两类教学法：显性教学法（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采取强

分类和强架构实施教学，教学进度及考评标准都被严格限定；隐性教学

法（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则通过弱分类和弱架构实施教学，教学与考评标

准都比较灵活（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５：１１６ － １１７）。 由此，不仅可以探究课程

知识体制的历史变迁，还可以分析不同阶级在课程知识类型和教学形

式掌控能力上的强弱。 从事物质生产的旧中产阶级以“强分类、强架

构”的方式教育孩子，显性教学法对他们有利；从事符号生产的新中产

阶级以“弱分类、弱架构”的方式教育孩子，隐性教学法对他们有利。①

但是，为应对升学考试，新中产阶级最终还是要回到“强分类、强架构”
的课程上，结果在中学接受隐性教学法的多是升学无望的工人阶级子

弟（黄庭康，２０１７：８４ － ８５）。 伯恩斯坦构造的综合分析框架不仅回应

了课程知识与宏观层面的权力和控制机制之间的关联，还将这种关联

纳入教育传递的内在结构之上，为打通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关联提供了

极其重要的启示。
最后是课程知识的阶级分配。 通过在具体课堂教学中展开经验研

究，可以更细致地探究课程知识的阶级分配状况。 首先，学校课程知识

本身可能产生阶级分化，可以考察以不同阶级子弟为主的学校之间课

程知识的差异。 安扬（Ａｎｙｏｎ，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对四个类型的小学展开民族

志研究，认为其课程主题与材料具有相似性，但课堂教学实践与师生对

知识的理解却存在巨大差异：工人阶级学校传递的知识偏向事实和技

能，形成死记硬背的学习文化，老师还要经常面对学生的消极反抗；中
产阶级学校传递的知识更为概念化，认为只有理解了知识，学习才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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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情（王瑞贤，２００２）。 近年来关于母职的研究凸显了这一点。



值；富有的专业学校不仅强调知识的概念化，还强调知识的发现、建构

和意义创造；精英学校传递的知识则富有挑战性，享有特权的学生在刻

苦努力中形成具有优越感的学习文化。 不同阶级子弟所习得的正是其

未来职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 其次，在同样的课堂知识与教学情境中，
不同阶级子弟的经验可能不同。 莫雷斯等人（Ｍｏｒａｉｓ ＆ Ａｎｔｕｎｅｓ，１９９４）
基于伯恩斯坦的分析框架，使用课堂观察、半结构访谈、问卷法在小学

自然科学教学情境中收集资料，探究课堂教学情境中学生的行为表现

差异。 黑人工人阶级子弟在强分类、强架构的教学中认识到需要服从，
也做出服从举动；他们在弱分类、弱架构教学中，认识到需要参与，却无

法参与其中；白人中产阶级学生则无论在何种教学情境中，都认识到需

要参与，也能够参与其中。 对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展开民族志研究，有
助于厘清课程知识的阶级化状况。

就打开黑箱而言，知识社会学力图将知识、权力与阶级紧密勾连起

来，打通学校外部与内部的运作机制。 但是，当知识社会学从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转向知识持有者（ｋｎｏｗｅｒｓ）时，对课程知识的解构容易产

生相对主义问题，也难以在现实政策层面提出建设性方案（Ｗｈｉｔｔｙ，
１９７７；Ｍｏｏｒｅ ＆ 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９９）。 扬（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８：１６）据此提出在现实主

义基础上建构知识的社会构成的可能性，强调“把知识带回来”。 另

外，如何深化在具体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经验研究则是重点所在。 就中

国教育研究而言，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教学向来具有由教师主导

的灌输特征，而教育部推动的新课程改革则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当前的

学校课程设置与教学活动正处于变动之中。 对此展开民族志研究，有
助于展现中国课程知识转型中权力、知识与阶层之间的复杂勾连。

（三）文化资本视角下不同阶级子弟在学校中的适应

文化资本视角着力回答以下问题：置身于同样的学校教育环境，不
同阶级子弟的适应存在何种差异？ 又为什么存在这种差异？ 考察家

长、学生、教师的日常互动，有助于展现家庭优势如何被激活并“沉淀”
在学生身上，从而产生持久的“利润”。 就此而言，阶级优势并非固定

在父辈稳固的社会地位上，而是借助文化资本发挥效力。 布迪厄认为，
当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统治

要延续，就必须通过文化实施符号暴力（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１９９０：４），
而学校教育正是实施符号暴力最为核心的机构。 布迪厄从身体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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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化、制度化三个层面对文化资本所做的界定（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已成为

后续研究经常援引的内容。 但是，一旦涉及经验层面的操作，研究者对

文化资本的理解又陷入了争辩之中。 戴维斯和里兹克（Ｄａｖｉｅｓ ＆ Ｒｉｚｋ，
２０１８）系统回顾了美国教育研究中文化资本的三种传统：迪马吉奥传

统（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通过高雅文化来测量文化资本，将其纳入学业

成就获得的模型之中；拉鲁传统（Ｌａｒｅａｕ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通过民族志方法探

究家庭教育策略在学校教育中所获得的制度性奖赏；柯林斯传统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则将文化资本视为日常互动仪式中为群体成员所共

享的意义系列。① 拉鲁传统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文化资本在具体情境

中的复杂运作过程，正因为如此，拉蒙特和拉鲁（ Ｌａｍｏｎｔ ＆ Ｌａｒｅａｕ，
１９８８）才提出，文化资本的精髓是社会与文化排斥可以通过合法化的

身份文化符号进行，而很多研究常常将文化资本从它嵌入其中的微观

政治框架（ｍｉｃ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中抽离出来。 因此，文化资本是一

种结构性的社会排斥过程，以符号暴力的隐蔽方式发挥作用，具体展现

在教师、学生、家长的复杂互动过程之中。
首先，不同阶级的家庭教养存在差异。 要破解阶级运作的密码，往

往要从家庭教养开始，尤其应关注儿童早期生活经历中家庭所发挥的

重要作用。 希斯（Ｓｈｉｒｌｅｙ Ｈｅａｔｈ）基于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资料，将语言

习得放到阶级背景中，系统比较黑人工人阶级、白人工人阶级、城市中

产阶级儿童在家庭与社区环境中语言习得的差异。 在种族隔离废除的

背景下，不同阶级与族群的儿童同校就读，学业成就迥异。 希斯认为，
语言使用牵涉到不同的文化模式，如时空秩序、问题解决技巧、群体忠

诚、娱乐偏好等（Ｈｅａｔｈ，１９８３：３４４），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更容易适应学校

文化模式和工作场所的环境。 拉鲁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语言习得，而是

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家庭教养过程展开全方位比较。 通过对 １２
个孩子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拉鲁认为工人阶级的家庭教养为自然成

长，中产阶级则是协作培养（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１），后者更容易满足学校教育

９２２

研究述评 如何打开黑箱？

① 在回顾柯林斯传统时，戴维斯和里兹克指出，柯林斯早期主要借用韦伯的身份群体

（ｓｔａｔｕｓ ｇｒｏｕｐ）展开研究，后期则将文化资本纳入其互动仪式链理论之中。 在柯林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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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从属群体所创生的亚文化并非是“缺陷文化”，而是有其独立性，这一用法与本

文接下来讨论的文化认同路径更为接近。



的要求。 拉鲁还对这些孩子展开了跟踪调查，发现从高中向大学过渡

的过程中，教养方式的差异仍然存在（Ｌａｒｅａｕ ＆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而从

工作后与社会体制打交道上来看，工人阶级面对官僚机构时容易遭受

挫折，中产阶级则熟悉游戏规则（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１５）。 由此可见，家庭教养

中“看不见”的不平等（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０２）以隐蔽形式存在并产生持久影

响，阶级优势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实现。 当代社会的育儿方式、育儿市场

与相关政策都在发生变化，有研究专门关注中产阶级在育儿实践中所

做的选择与管理，母亲在其中承担着关键角色，由此产生了专业性母职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Ｖｉｎｃｅｎｔ ＆ Ｂａｌｌ，２００６：１６５）。 关注教养实践的

研究常常有一个潜在预设：在父辈的教养方式中儿童处于“顺从”位

置。 为应对这一问题，有研究关注儿童自身的独特作用，探究暑期活动

安排上的阶级差异：儿童不一定会依从家长的规划，他们自身累积的资

本也会影响到活动安排，补偿父母所缺乏的资源（Ｃｈｉｎ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２００４）。

其次，不同阶级的家校关系存在差异。 阶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

庭教养之中，还体现在父辈对学校教育的直接参与上。 传统上家校之

间是分离的，家校之间的纽带最先被优势阶级建立起来，家校之间的地

带成为阶级运作的重要场域。 拉鲁在两所小学展开民族志研究，对不

同阶级的家校关系进行了细致比较，认为工人阶级的家校关系是断裂

的，中产阶级则是互联的（Ｌａｒｅａｕ，２０００）。 为应对学校中出现的问题，
中产阶级可以借助家长的社会网络展开集体行动 （ Ｈｏｒｖａ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但是他们与学校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 Ｌａｒｅａｕ ＆
Ｍｕñｏｚ，２０１２）。 拉鲁就工人阶级的被动参与和中产阶级的主动参与展

开了比较。 雷伊则同时纳入阶级、性别、族群视角，以两所城区小学 ３３
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母亲为案例，认为所有母亲都表现积极，但是参

与效果不同：工人阶级母亲不太能够承担教育专家的角色，向教师提出

的要求较少，无力改变已经察觉到的问题（Ｒｅａｙ，１９９８：１５９ － １６０）。 因

此，家校关系是强化阶级优势的重要方式。
最后，不同阶级子弟在学校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对家庭教养和

家校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明晰不同阶级子弟如何累积文化资本，但要打

开黑箱，就必须对学校教育过程本身展开研究。 卡拉尔科 （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Ｃａｌａｒｃｏ）的研究在文化资本理论、民族志方法、阶级比较方式的使用上

都延续了拉鲁的思路，但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学校内部，描述了课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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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现象（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通过在同一班级观察两个阶级的子

弟在相同教师前的表现，卡拉尔科认为儿童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延续家

庭优势，而是在课堂上积极主动为自己创造机会。 从向教师寻求帮助

上来说，与工人阶级子弟相比，中产阶级子弟更为果断、直接、频繁地寻

求帮助，甚至会直接打断教师（Ｃａｌａｒｃｏ，２０１１），而这又源于其父辈为课

堂活动所做的训练向子女传递了什么是恰当的课堂行为方式

（Ｃａｌａｒｃｏ，２０１４）。 因此，中产阶级子弟并非只是顺从教师期望，还会积

极寻求更多帮助，从而形成主动协商的优势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ａｌａｒｃｏ，２０１８：１８６）。 阶级差异虽然存在，但社会底层也可以通过学

校教育习得文化资本。 一项对精英大学不同阶级本科生的研究显示，
劣势阶级大学生并非是同质的，就读于优质寄宿制高中的学生逐渐习得

文化资本，进入大学后有能力与学校权威建立紧密关系（Ｊａｃｋ，２０１６）。
就打开黑箱而言，文化资本视角对家庭与学校的日常生活进行了

细致刻画，具体展现了家庭成员之间、家校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过程，
进而解析那种“看不见”的不平等。 文化资本视角关注的重点通常在

社会阶级的影响，而非作为主体的学生。 然而，文化资本的社会排斥面

向只是隐晦地表达于阶级差异性之中，教育制度本身并未得到深入讨

论。 对中国的教育研究而言，将阶层比较的思路放置到教育制度与政

策的宏观背景中考量，有助于呈现不同阶层围绕教育资源产生的分割

与斗争，进而凸显中国经验的特质。

（四）文化认同视角下学生文化的意义建构

文化认同视角关心以下问题：不同阶级子弟如何在学校教育空间

中积极主动地构造属于自身的文化意义？ 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又发

挥何种作用？ 将学生的主体性置于分析中心，有助于探究学生文化对

教育不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此而言，考察源自父辈的文化资本固

然重要，但不同阶级子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感受、理解、判断、行动也

同样值得关注，这与父辈的影响和学校的支配意识形态可能有很大差

异。 文化认同视野是在与再生产理论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

（１９７５：６２９）在论述再生产概念时已经指出，在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

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能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罗
马的奴隶由锁链锁住，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

里。 为此，就要把工人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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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６３３），从而完成工人自我意识的再生产，这是社会再生产分析的

必然要求。 不过，马克思所说的看不见的线主要位于经济生产过程之

中，后续研究从文化层面深入拓展了马克思的分析，呈现了不同阶级子

弟所共享的文化意义。
工人阶级的延续是再生产理论的核心问题，其子弟的文化认同也

是现有研究最为关注的。 威利斯通过对 １２ 名工人阶级违规生的深入

访谈，描述了调侃老师、找乐子、搞小团伙等反学校文化，回答了工人阶

级如何主动子承父业的问题（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８１：１）。 虽然他们最终走上工人

岗位，却并非“符应”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安分守己的劳动力。 他们

通过积极反抗造就阶级地位，显示了社会再生产的悖谬之处，学生文化

正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 延续反抗文化的思路，一些研究力图拓展

其性别、族群等维度。 阿普尔（２００８：１２２）在梳理相关民族志作品的基

础上指出，反抗文化体现了与意识形态控制相对的一种生活性文化，这
就需要关注学校中呈现的富有矛盾和张力的现象，只有进入具体的学

校教育过程之中，才能洞悉学生间所形成的文化风格。 吉鲁（２０１６：
１１０）提出，反抗文化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学生是如何在自身生活经验

与支配结构的互动中做出调适的。 因此，反抗文化的重点在于基于具

体的阶级、性别、族群处境所构造的文化意义。
反学校文化和工人阶级家长文化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布莱克莱

吉、亨特，１９８９：２２３）。 一些研究关注工人阶级子弟的内部分化，以更

为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一调适过程，因而得以较为有力地捍卫再生产理

论。 麦克劳德考察了两个工人阶级群体：一是出生于黑人工人阶级家

庭的兄弟们（Ｂｒｏｔｈｅｒｓ），他们尊重教师、遵守纪律，接受了学校的标准、
传统和判断；二是出生于白人工人阶级家庭的走廊游荡者（Ｈａｌｌｗａｙ
Ｈａｎｇｅｒｓ），他们经常酗酒、抽烟、打架，反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两个群

体居住在同一个低收入住宅区，经济社会背景相似，在学校里上着同样

的课程。 但是他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经验却迥然不同：前者认为

美国种族歧视得到了遏制，从而信奉“努力就有收获” 的成功信念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拥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后者则将失败内化，教
育期望较低（ＭａｃＬｅｏｄ，１９８７：１４１）。 为此，就要考虑阶级、族群、教育经

历、同辈群体、家庭特征等综合影响，将主体的建构能力置于核心。 韦

斯对 ２０ 名高三男生和 ２０ 名高三女生进行访谈，考察了美国经济去工

业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子弟的学校经历。 虽然学生处于不利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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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通过斗争为自己争取机会。 年轻人及其父辈开始构造新的认

同，对学校采取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力图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好工作

（Ｗｅｉｓ，１９９０）。 韦斯还在 １５ 年后进行了跟踪调查（Ｗｅｉｓ，２００４），她认

为工人阶级实现了再造，尤其是女性力图在职场上一展身手，其认同与

传统父权制的期待有所不同。 伴随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工人阶级的

文化认同变得更为复杂。
多数研究关注社会底层的学生文化，但是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同

样重要。 可汗（Ｓｈａｍｕｓ Ｋｈａｎ）进入曾经就读的精英高中展开调查，描
述了精英子弟构造的隶属于自身的文化气质。 布迪厄认为心智结构与

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优势阶级的习性适应了学校教育的要求

（布尔迪厄，２００４），可汗对此提出了挑战：那些想要彰显高雅品味的旧

精英子弟会受到排斥，精英子弟在学校要从头学起。 他们对高雅与大

众文化兼收并蓄，通过自身努力变得淡定（ｅａｓｅ）。 他们拒绝承认家庭

的重要性，努力在学校中创造属于自身的文化风格。 由此，特权的“把
戏”呈现出这一样式：让等级制度看起来是自然的，而不是持续的系统

性进程（可汗，２０１６：２３９）。 由此看来，精英群体通过文化意义的创造

生成了自身优势，而不是被再生产体制直接复制。
还有研究对不同阶级子弟的自我认同展开比较。 韦克斯勒

（Ｗｅｘｌｅｒ，１９９２：１０９）以三所高中的三个阶级子弟为案例，考察他们如何

在学校中构造有关自我的意义。 具体来说，白人工人阶级子弟因缺乏

师生互动而形成分裂的自我，专业中产阶级子弟因高度的个人主义与

竞争而形成沮丧的自我，城市底层子弟则因缺乏自尊而寻求表现的自

我。 韦克斯勒反对再生产和反抗理论所做的解释，力图呈现社会性遭

受破坏的背景下不同阶级子弟面临的困境。 在学校的社会关联纽带缺

乏的背景下，不同阶级子弟都基于自身社会经济条件建构属于自身的

认同，这有助于认识后工业条件下学校教育过程的复杂性。
就打开黑箱而言，文化认同视野显示了将学生文化本身置于分析

中心的必要性，从而使不同阶级的文化经验与阶级优势的维系处于富

有张力的关系中。 民族志方法首先探究学生文化意义的构造，再去探

究它与外部社会体制的关联，为避免机械与简化问题创造可能。 不过，
学生的文化意义是否展现了稳固的阶级意识，又如何展现社会变革的

可能性，则有待深入探究。 就中国的教育研究而言，打工子弟文化备受

关注，其他阶层子弟的文化认同及其比较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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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过程不平等的整体知识图景

学校教育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在现代社会

体制运作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布迪厄（２００４：８）就此指出，教育

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学科，也不仅仅是有益于教学的科学，
而是构成了关于权力和合法性问题的基础。 当阶级优势无法直接代际

继承，学校的中介机制可以更好地达到目的。 而要破解阶级优势得以

延续的秘密，学校就构成了重要的田野工作场所。
为打开黑箱，民族志主要发展出了四种分析理路。 笔者从中区分

出两个维度。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存在关注知识与关注互动的差

异。 阿普尔（Ａｐｐｌｅ，２００４：１４）认为学校既教知识又教孩子。 学校组织

和选择的符号系统，与其组织和选择的学生存在辩证关系，从而实现经

济与社会的层级化。 因此，学校既加工知识也加工人（Ａｐｐｌｅ，２００４：
３２），知识与个体间的互动是需要处理的第一组辩证关系。 第二，从研

究视角上看，存在结构化与主体性的差异。 吉登斯（２０１６：２３）从结构

与行动两个方向讨论社会分析的二重性特征，结构化与主体性是需要

处理的第二组辩证关系。 由此可以辨析四种研究路径的内在分析

理路。
同样是关注学校内部运作，不同研究路径区别较大。 常人方法学

关注教师对学生的分类实践，考察不言自明的常识如何运作，挑战学校

评价体制的预设；知识社会学路径着力分析正式课程知识，关注它的构

成、传递及其阶级效应；文化资本路径探究不同阶级累积的资本是如何

被激活的，阶级优势如何在师生互动中显现出来；文化认同路径关注学

生通过与主流文化和阶级背景保持距离所产生的主体性，进而探究其

意外后果。 由此，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四种研究路径具有“知识—互

动”的差别，日常知识和课程知识更为偏重于知识体制，而文化资本的

累积和学生的文化意义更为关注互动过程；从研究视野上来说，四种研

究路径具有“结构化—主体性”的差别，课程知识和累积的资本偏向结

构化路径，主体认知过程和学生的文化意义更强调主体性。 图 １ 呈现

了四种研究路径的关系，由此可以呈现打开黑箱的整体知识图景。
四种研究路径又互为犄角，有相互交融的地方。 首先，从知识背景

上来说，它们借助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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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兴理论强调日常生活分析的重要性。 其次，从分析理路上来说，它
们将分析焦点放在阶级是如何在具体学校教育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们都为学校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开辟了空

间，通过将学校教育过程陌生化，探究学校中的阶级建构过程。 因此，
在一个维度上展开研究时，对其他分析脉络保持充分的敏感性，有助于

更全面地认识教育不平等的复杂性。
通过从不同研究路径抽取可供比较的共同要素，可以明晰教育过

程不平等研究的可能分析框架。 而在打开黑箱的过程中还需要处理好

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何走出学校的个案？ 采用学校民族志展开

研究，可能因代表性不足遭到质疑。 奥格布认为，为避免宏观与微观之

间的分裂，学校民族志应当纳入多层次视角（Ｏｇｂｕ，１９８１）。 学校教育

空间是不同力量和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并且要将其结合到社会

历史背景之中。 借用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的经典说法，学校民族志

“不是研究学校，而是在学校中进行研究”。 学校民族志需要对知识构

造或互动过程进行密集观察，对原始资料进行深层次阐释，与相关理论

展开对话，从而以学校为田野阐述教育不平等的运作机制。
其次，如何实现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勾连？ 如图 １ 所示，我们可以将

圈内视为学校教育空间。 为打开黑箱，就需要立足学校内部的密集观

察、访谈和文本资料收集，并与学校外部建立紧密关联，以更好地理解

图 １　 民族志取向上打开黑箱的四种路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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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运作的真实过程。 正如阿普尔（２００８：１２１）指出的，民族志的马克

思主义取向力图观察具体情境，并将其放在由阶级、意识形态、物质力

量构成的更大的体系中加以解释。 具体来说，要揭示学校中的日常生

活，就要将其与阶级、文化、经济等外在因素相联系（阿普尔，２００８：
１２４）。 因此，学校教育空间的师生互动与教学过程，与学校外部的日

常知识、官方知识、阶级优势、阶级文化始终存在紧密勾连。 学校民族

志并非微观研究，而是在学校中探究阶级优势如何在局部空间中实现。
最后，如何基于学校经验展开理论建构？ 要想深入理解学校教育

的运作，就不能局限于可观察的学校教育过程，而要深入不可见的理论

层次。 威利斯（Ｗｉｌｌｉｓ，２０００：Ⅷ）提出了“民族志的想象力”，认为在可

观察的资料与理论层面的想象之间需要建立富有张力的关系：想象力

的线必须穿过民族志的针眼，从而能在一粒沙中看世界。 这种理论建

构并不是要满足代表性的要求，而是要在学校的个案中将阶级优势传

递的复杂过程充分呈现出来，进而与相关理论展开对话。 就此而言，无
论是呈现师生之间的复杂互动，还是分析知识的社会构成，都需要从中

抽象出教育不平等的整体运作机制。

四、民族志如何讲述中国教育的故事

系统梳理西方民族志取向上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路径，是为了更好

地观照中国经验。 不过，我们首先要面对中国教育现象的特殊性。 中

国教育具有以成绩为导向的绩效主义特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质

疑学业评价本身的合理性，勤奋攻读的信念根深蒂固。 这就带来了一

个问题：强烈的绩效主义对阶级优势的传递到底意味着什么？ 构造这

一特殊问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环。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剧烈变动。

中国教育具有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化特征：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典

型经历主要是在课堂上接受教师的知识灌输。 近 ２０ 年来，教育内部出

现显著变化。 首先，在 ２００１ 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动下，课
程内容发生变化，开始注重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等教学形式，倡导多元

的课堂教学评价。 虽然很多内容并未真正实施，但不同层级学校的推

进程度已经产生差异。 其次，优势阶级的教育参与程度不断增强，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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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家长、学校教师、补习教师、同辈群体等不同主体之间构造紧密

的教育网络，不同阶级的构造能力差异甚大，社会底层子弟凭个人努力

来学习则处于劣势。 最后，课外补习市场不断扩张，涵括从学业补习到

特长培养的广阔范围，优势阶级的教育欲望不断被生产出来。 而从学

校教育外部来看，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和再分配在同一方向上激化着

不平等（孙立平，２００５），教育资源分布的差异非常显著。 同一城市围

绕学区房产生资源分割，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也非常之大，并在地方政

府、市场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由此，中国教育可能正在形成多重矛盾结构：以学业成绩为核心的

评价机制仍难以撼动的时候，非学业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得到强调；课
程、教学与评估由国家统一控制的同时，优质学校国家课程校本化与多

样化校本课程设置的能力越来越强，一般层次的学校则仍固守刻板的

课程知识传授方式；教育资源的国家配置与补习市场上家长的自由选

择并存；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始终面临着教育资源优质与均衡的双重压

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式现象：当教育从同质性走向多样化时，人们

获得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但也为优势阶级创造了阶级区隔的空间。
打开黑箱的各条路径有助于从不同维度切入对这一悖论式现象的理

解，探究不同阶级置身教育剧变中的经历与体验。
为更好地阐释剧烈变迁中的阶级分化过程，一条可能的研究路径

是：一方面聚焦于学校教育过程之中，以学校及班级为中心展开田野调

查，对不同阶级子弟的教育经历展开比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教育的

基本行政单位是城区和县域，同一行政单位内部的教育资源又可能处

于剧烈变动之中，通过将不同阶级子弟的经历结合到这一变动过程之

中，有助于呈现不同阶级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

五、结　 语

阿普尔（Ａｐｐｌｅ，２００４：１４）认为，教育不平等研究必须建立在双重理

解的基础上：检视学校实际是如何运作的，教与学的日常规则如何生成

这一结果；对作为历史的现实持有马克思主义的敏感性，理解当前机构

的历史根源与冲突背景。 否则就难以理解教育机构的经济与文化功

能。 同样是为了从学校内部解析教育不平等的生产过程，不同研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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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秉持的研究脉络不同，着眼点与后续发展存在各种差别。 本文按照

“知识—互动”“结构化—主体性”两条线索加以整合，发现了不同研究

路径的共同努力：强调学校日常生活的过程性、情境性、整体性并进行

理论建构。 梳理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呈现打开黑箱的整体知识图

景。 虽然在一项具体的田野工作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考量

四种取向，但是在秉持一种分析路径的时候，对其他内容和思路保持敏

感性，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学校教育过程。 本文力图展现的正是这样一

种内部对话的可能性，由此，众多零散而又特别的个案研究所提供的知

识才能累积起来。 只有有效地进行内部对话，才能走向外部对话。
对于身处剧烈转型的中国，教育中的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研

究、政策制定、公众辩论的焦点。 学校场域作为社会阶级锻造最重要的

空间，从学校教育过程出发，以学校为中心展开田野工作，理应发挥极

为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在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急需以学

校为田野，把学校教育过程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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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Ｆａｌｍ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 Ｐ． ＆ Ｔ． Ｌｕｃｋｍａｎｎ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Ｂ． １９７１，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１９７５， Ｃｌａｓｓ， Ｃ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ｏｌｕｍｅ 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 ２０００，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Ｂｌａｕ， Ｐ． ＆ Ｏ．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Ｉｎ Ｊ．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ｅｄ．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Ｐ． ＆ Ｊ． Ｐａｓｓｅｒｏｎ １９９０，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ｏｗｌｅｓ， Ｓ． ＆ Ｈ． Ｇｉｎｔｉｓ １９７６，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ｌｅ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Ｃａｌａｒｃｏ， Ｊ． ２０１１， “‘ Ｉ Ｎｅｅｄ Ｈｅｌｐ！’：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６（６）．
——— ２０１４， “Ｃｏａｃ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９（５） ．
——— ２０１８，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ｅｃｕｒｅ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 Ｔ． ＆ Ｍ．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２００４，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ａｐ．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７（３） ．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Ａ． ２００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Ｉ． Ｋｉｔｓ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４０（１） ．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Ａ． ＆ Ｊ． Ｋｉｔｓｕｓｅ １９６３，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ｅｒ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Ｃｉｃｏｕｒｅｌ， Ａ． ， Ｋ．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Ｓ．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Ｋ． Ｌｅｉｔｅｒ， Ｒ． ＭａｃＫａｙ， Ｈ． Ｍｅｈａｎ ＆ Ｄ． Ｒｏｔｈ １９７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Ｊ． ， Ｅ．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 Ｈｏｂｓｏｎ， Ｊ． ＭｃＰａｒｔｌａｎｄ， Ａ． Ｍｏｏｄ， Ｆ． Ｗｅｉｎｆｅｌｄ ＆ Ｒ． Ｙｏｒｋ

１９６６，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Ｄａｖｉｅｓ， Ｓ． ＆ Ｊ． Ｒｉｚｋ ２０１８， “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ｓｅａｒｃｈ ８８（３） ．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 １９８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７（２） ．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 Ｆ． ＆ Ｊ． Ｓｈｕｌｔｚ １９８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ａｓ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Ｈ． １９８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ａｔｈ， Ｓ． １９８３， 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ｙｍａｎ， Ｒ． １９８０， “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９３２

研究述评 如何打开黑箱？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１４（１）．
Ｈｏｒｖａｔ， Ｅ． ， Ｅ．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 Ａ． Ｌａｒｅａｕ ２００３， “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０（２）．

Ｊａｃｋ， Ａ． ２０１６， “（ Ｎｏ ） Ｈａｒｍ ｉｎ Ａｓ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ａｎ Ｅｌｉ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９（１） ．

Ｋａｒａｂｅｌ， Ｊ． ＆ Ａ． Ｈａｌｓｅｙ １９７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Ｊ．
Ｋａｒａｂｅｌ ＆ Ａ． Ｈａｌｓｅｙ （ｅｄｓ． ），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ｍｏｎｔ， Ｍ． ＆ Ａ． Ｌａｒｅａｕ １９８８，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Ｇｌｉｓｓａｎｄｏ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

Ｌａｒｅａｕ， Ａ． １９８７，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０ （２） ．

——— ２０００， Ｈｏｍ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 ２００２， “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７（５） ．

——— ２００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ｕ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Ｃｌａｓｓ． ” Ｉｎ Ａ． Ｌａｒｅａｕ ＆ Ｄ． Ｃｏｎｌｅｙ （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１，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０（１） ．
Ｌａｒｅａｕ， Ａ． ＆ Ｅ． Ｈｏｒｖａｔ １９９９，“Ｍｏ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２（１）
Ｌａｒｅａｕ， Ａ． ＆ Ｅ．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２．
——— ２００８，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 Ｉｎ Ａ． Ｌａｒｅａｕ ＆ Ｄ． Ｃｏｎｌｅｙ （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Ｌａｒｅａｕ， Ａ． ＆ Ｖ． Ｍｕñｏｚ ２０１２， “‘ Ｙｏｕ’ ｒｅ Ｎｏｔ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ｈｏ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ＴＯ ａｔ ａ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５（３） ．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Ｊ． １９８７， Ａｉｎｔ Ｎｏ Ｍａｋｉｎ Ｉｔ： Ｌｅｖｅｌｅｄ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ｌａｉｒｅ， Ｃ． ＆ Ｄ． Ｍａｙｎａｒｄ １９９０，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３（２） ．

Ｍｏｒａｉｓ， Ａ． ＆ Ｈ． Ａｎｔｕｎｅｓ １９９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ｘ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５（２）．

Ｍｅｈａｎ， Ｈ． １９７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８（１） ．
——— １９８０，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１（３）．
——— １９９２，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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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６５（１） ．
——— ２００８，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ｙ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ｉｎｔ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３９（１） ．
Ｍｅｈａｎ， Ｈ． ， Ａ． Ｈｅｒｔｗｅｃｋ ＆ Ｌ． Ｍｅｉｈｌｓ １９８６，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ｐ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ｈａｎ， Ｈ． ， Ｇ． Ｃｈａｎｇ， Ｍ． Ｊｏｎｅｓ ＆ Ｓ． Ｍｕｓｓｅｙ ２０１２，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Ｄｏ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Ｇｏ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Ｍｅｈａｎ， Ｈ． ＆ Ｈ． Ｗｏｏｄ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ｈａｎ， Ｈ． ， Ｌ． Ｈｕｂｂａｒｄ， Ｉ． Ｖｉｌｌａｎｕｅｖａ ＆ Ａ． Ｌｉｎｔｚ １９９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Ｌｏｗ⁃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ｏｒｅ， Ｒ． ＆ Ｊ． Ｍｕｌｌｅｒ １９９９， “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
Ｏａｋｅｓ， Ｊ． ２００５，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ｒａｃｋ（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ｇｂｕ， Ｊ． １９８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２（１）．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 １９５９，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９（４） ．
Ｐｕｔｎａｍ， Ｒ． ２０１５， Ｏｕｒ Ｋ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ｒｅａｍ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Ｒｅａｙ， Ｄ． １９９８， Ｃｌａｓｓ Ｗｏｒｋ：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Ｃ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ｕｔｚ， Ａ．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ｕｌｔｚ， Ｔ． １９６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１） ．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Ｃ． ＆ Ｓ． Ｂａｌｌ ２００６，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Ｗｅｉｓ， Ｌ． １９９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０４，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ｈｉ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１０，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 Ｉｎ Ｍ． Ａｐｐｌｅ， Ｓ． Ｂａｌｌ ＆ Ｌ． Ｇａｎｄｉｎ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Ｗｅｘｌｅｒ， Ｐ． １９９２，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ｍ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Ｗｈｉｔｔｙ， Ｇ． １９７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Ｉｎ Ｍ． Ｙｏｕｎｇ ＆ Ｇ．

Ｗｈｉｔｔｙ （ｅｄ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ｍ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ｉｓ， Ｐ． １９８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ｂ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ｏｕｎｇ， Ｍ． ２００８，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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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 如何打开黑箱？


